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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问题，从现代性的“时”与“空”、中国崛起的“理”与

“势”、中华文化的“里”与“面”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无法回避“古

今中外”４个字，其中蕴含个人与民族国家、道德与知识等现代想象，以及其对于世俗生活的影响

等，它们相互遮蔽和映射，构成了一个冲撞的巨大镜像，冲撞本身具有的“纵横交错”结构，是理解

当代中国价值信仰建设的本源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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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同此凉热，但民族国家俱在，这是今天我们

讨论价值信仰或文化诸问题的历史性前提。中西之

异、古今之别、体用之辨等仍然是焦点，并因此产生

了种种不同的观念或主张。现在看来，无论是张之

洞等人的“中体西用”、严复的“中西各有体用”，还

是梁濑溟的“文化三路向”、冯友兰的“文化类型”，

抑或是牟宗三的“返本开新”、李泽厚的“西体中用”

等，虽然各自有着其自身的理论限度，但是都坚持了

关联和融通视域，其历史意义仍然值我们高度重视。

本文承此视域，通过对现代性的“时”与“空”、中国

崛起的“理”与“势”、中华文化的“里”与“面”这３

组冲撞的具体展示，论证并强调，当代中国价值信仰

建设需要一种“纵横交错”的“本源维度”。

一、现代性的“时”与“空”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０日，哥伦比亚大学举行赠予冯

友兰文学博士学位的仪式，冯友兰发表了一篇答词，

申明自己生活在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关注的

中心问题一直是“古今中西”的问题，但思想发展却

可以区分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重视地理区域，认

为中西文化的差别是“东方”与“西方”的差别。第

二阶段强调历史时代，含蓄地指明东西文化的差别

实际上就是“中古”与“近代”的差别。第三阶段用

社会类型解说历史时代，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

差别实际上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西方国家比东方

国家早一步进行了产业革命。这实际上是在说，东

西文化问题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

问题，一般人所谓的“中”“西”之别其实不过是

“古”“今”之异罢了［１］。

冯友兰认为，在同一个社会类型之“横”中，一

切都折衷得恰到好处，体用形塑固化而为不可分者，

“有什么体就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就可以知道它有

什么体”。这便是“理在事中”“共相寓于殊相之

中”，或者说“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

上层建设是用”的确定义［１］。站在这个立场，体用

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只是人们的思维对它们加以分

析，才显出了它们的分别和对立。后者是一个认识



问题，而不是存在问题。就“存在”而言，不可以“体

用两橛”，冯友兰不但认为“全盘西化”和“本位文

化”等是思想混乱的表现，就连“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也不赞成，这是“从横的方面看历史”［１］。

然而冯友兰又特别注意到社会类型的变革问

题：在社会急剧变革之“纵”中，什么可变什么不可

变，什么可“教”什么可“化”？冯友兰认为，可变的

东西才有现代化或不现代化的问题，不可变的则没

有这个问题。知识、技术、工业等知识层面的东西可

变，可教，能加速进行；基本道德这一方面则不可变，

不可求速而唯有慢慢地进行。因此中国的进步，组

织社会的道德是本有的，“继往”便可；知识、技术、

工业方面则需全速添加，是“开来”。在此，如果把

基本道德理解为“体”，那么“继往不开来”就是“文

化本位”，“继往开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但如果把包含知识、技术、工业等的世俗生活理解为

“体”，则“开来继往”为“西体中用”。另外冯友兰

也看到，胡适在主张“全盘西化”的同时还强调文化

自有其“惰性”，如果以“惰性”为不可变者而以“全

盘西化”为可变者，那么胡适的全盘西化论也是可

以接受的，他实际上不过是说，国人只管“努力全盘

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结果自然会“折衷”，这

是“从纵的方面看历史”［１］。

照此说来，冯友兰以古今释中西的观点并非只

是个人的，而是反映了现代新儒家的共识。梁漱溟

的文化三路向说、熊十力的体用论、牟宗三良知坎陷

论等，甚至胡适的全盘西化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

等，都同冯友兰一样相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要

做“亘古亘今，亦新亦旧”［１］的事业。这一共识，现

在被用来表达为：中国崛起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

根基，中国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儒

学复兴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

现代化的成功［２］。

基于此，我们说现代性的“时”与“空”。现代性

之“时”是指，当社会类型发生变革之时，中华民族

或中国的“存在”正在急速生成和发展，这时乡下人

要学城里人，落后的中国要补课，西化就是现代化。

这是现代性之“纵”，可以用时间来解释空间，把中

西地域上的差别理解为同一时间轴上前后相接的两

种社会类型的不同，以“先”“后”发展阶段的代兴或

“上”“下”社会类型的更迭来铺就“中国到自由之

路”［１］。当此之时，思想混乱、社会冲突等势所不

免，但仍然必须引进现代性的支柱概念，进行产业革

命和工业化，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跨过现代文

明的门槛，从“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进入“以社会为

本位的社会”，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这个时

候，体用可分，只能注目“共相”，把西方化与现代化

“合二为一”，添加西方的知识、技术、工业、资本、市

场等，但却不仅仅以西方视之，而说是学习现代社会

的知识、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等。

现代性之“空”是说，当新中国已经进行了工业

化，工业化成功之后，城乡共存、中西杂处，共同支撑

起现代性，存在问题慢慢就隐退了，重点会转为“认

识”这个社会类型的特点或内容。这是现代性之

“横”，可以用空间来理解时间，东方新的伟大的“中

国”将是人类文化的领导者，指示着世界的未来。

这是因为，一方面补充或者说学习了现代的知识、技

术、工业等，另一方面又承继了原有的道德力，因此

“新中国”能够后发先至，旧邦新命，不仅仅自己走

上了自由之路而已，而且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

一国，都将有过无不及［１］。

在这个地方，“中国”仍然面临双重任务，但方

向却有不同：一是需要区分西方化与现代化，把现代

性从西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是以道德力（墨家

儒家的严肃，道家的超脱；儒家墨家的在乎，道家的

满不在乎等）巩固现代社会的基础，使中国传统文

化成为现代性的支撑力量。两方面结合，便是体用

不分，从新中国的“殊相”中“化”出“即中即西”而

又“非中非西”的、作为全人类的共同成就的“现代

性自身”的逻辑，然后引领人们一如既往地实现之。

冯友兰相信，在现代性的时空交替中，人有知识

靠学、人有道德靠化，学易而化难，因此向西方学习

容易，超过并化掉西方则确是不易。虽不易，却是我

们大家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的［１］。

二、中国崛起的“理”与“势”

　　有观点认为，包括冯友兰、梁漱溟、牟宗三等在

内的现代新儒家虽然以保守主义自居，肯定和维护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位性，但实际上却不过是要引入

西方文化，而无法逃避向西方投降的命运，最终都成

为了西方的拉拉队。

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无论是冯友兰、梁漱

溟还是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他们的任务都是两步

走。第一步，“如果你不能消灭他们，那就加入他

们”。非常现实主义地承认，西方处于领先地位，中

国要向西方学习，消化吸收西方文化。第二步，“使

他们加入到你们之中”［３］。强调西方文化的成就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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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不前了，已经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再往前走只能

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更具前瞻性和世界性，

不只存在于过去和当下，还代表了未来。走完这两

步，当然不是仅仅“引入”西方文化，向西方列强投

降，而是要“引导”西方进入由中国主导的更高的和

更为合理的共在现代性中。这便给出了中国崛起

之“理”。有了“理”，中国崛起必定是可能的，这叫

“理有固然”［１］。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使命，便是在其

时其地，讲明这个“理”。不过“理”是无时空的永久

东西，时间性的东西却是无限繁复的，因此最关紧要

的是认识两者之间的裂隙，所谓可能的东西却不一

定是现实的，或者说其实现是没有定准的，不知道究

竟哪一天能够真正崛起，这叫“势无必至”［１］。这

样，当下要讲明中国崛起，除了“理”之外，还必须谈

及中国崛起的“势”。“势”者，如转圆石于千仞之

山，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相互呼应的，人们可以把它理

解为“位置”“形势”或“情势”，也可以解释为一种

强大的“权力”“气势”“趋势”或“潜能”等。中国崛

起的“势”，可以在３个“３０年”中来看。

第一个３０年，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８０年左右。这一

时期，新中国成立，推翻三座大山，为工业化建设清

理出了场地；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

实行计划经济，以有限资源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建设；

建立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其间，新

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经济贸易往来特别是对西方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

等，对于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不无促进之功。这是

正面成就。同时，文化大革命也是这个３０年内最重

要的事情，它至少从反面指出，离开工业化等现代性

的“圆石”，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理想等的实现

将无“势”可依，遥遥无期。

第二个３０年，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１０年左右。这一

时期，新中国在前３０年所积累的工业化基础和正反

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要求发挥市场的作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技术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

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生

产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显著

增强，工业化水平增长迅猛，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

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

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经济建设、文化建设

等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第三个３０年，从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４０年左右。这３０

年刚刚开始，但却已经头角峥嵘。中国正在满怀自

信，在一个跟西方根本不同的历史境域中迅速崛起，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虽然现

在给这个３０年定性还为时尚早，但从已经显现的东

西中我们可以获得两个基本看法。首先，继续改革开

放，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提升工业化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迅速抵

达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界限；其次，继续大力弘扬中

国精神，重点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

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为条件。这意味着，如果正常发展，这３０年就处在一

个由“赶”到“超”的历史性转折点上：中国实际地融

入到现代世界之中而成为推动其发展的因素，同时却

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使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渐渐走向解

体的因素，崛起的中国正以自身的独特性辩证地要求

整个世界转入另一种新的社会类型。

这里所讲到的“势”，人尽可感，犹如潮水飓风，

在天地之间无可抵挡，而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必然

选择”。但是，“势”仍然还是“事”，只是中国崛起的

“合理的内容”。按照黑格尔的讲法，“它还需要被理

解，并使本身已是合理的内容获得合理的形式，从而

对自由思维说来显得有根有据。这种自由思维不死

抱住现成的东西，不问这种现成的东西是得到国家或

公意这类外部实证的权威的支持，或是得到内心情感

的权威以及精神直接赞同的证言的支持都好”［４］。

唯有“理势合一”，中国崛起的“势”在中国崛起

的“理”的包皮里“安家”，“合理的内容”因“合理的

形式”而取得“普遍性和规定性”，那才是中国真正

崛起、引领世界之时。冯友兰、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

所谈及的“理”，涉及中国崛起的“合理的形式”，但

还只是初步的。当下，建设适应中国崛起新形势的

“合理的形式”，讲明当代中国价值信仰之“理”，已

经为我们的历史实践所要求而成为迫在眉睫之事

了。儒学研究者应该自觉而又郑重地将其提上议事

日程，以之为自己思的任务和事业。

三、中华文化的“里”与“面”

　　讲明当代中国价值信仰之“理”，建设适应中国

崛起新形势的“合理的形式”，离不开中华文化传统

的复兴，特别是儒学复兴。复兴儒学不是把玩博物

馆里的老古董，更不是要吹起怀旧风或助长感伤癖，

而是要建立能够容纳工业主义，并足以制衡和转换

西方文化已经暴露无遗的弊端的新的文明模式。这

是一个以复古为创新、旧瓶装新酒的过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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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交错，理势合一，儒学必须既是“里子”又是“面

子”：一方面，从学术思想角度来看，就“理”和空间

而言，学术支配政治，政治支配经济，中华文化传统

巨大的“道德力”是社会生活的“里子”；另一方面，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就“势”和时间而言，工

业化（以及与之相随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资本、

功利主义、民主等）才是强大的催化剂，中华传统文

化只能成其“面子”。

把中华传统文化看作“里子”，主要防范两种文

化危机，或者说价值信仰危机。

一种是把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罪于

儒学，认为儒学不能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中国必须

全面丢弃儒学，投身他方，才可能进入现代性。这其

中又可以区分出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是刺激反

应式地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激进地反传统，要求打

倒孔家店。第二种思潮，是把儒学限定在农业文明，

认其为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如果说前者主要导源

于自由主义，那么后者则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两者之间存在交叉，在

“反传统”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梁漱溟、冯

友兰、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所面对的情况。毫无疑

问，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已经在现

代性的层面上认识到了儒学所遭遇到的这种文化危

机，而且还给出了相应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方案。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时国家工业化水平和民

族危亡的特殊时期等原因，他们的主要成就显得侧

重于“反反传统”，而未能真正面对和完全展开“现

代性”这一根本主题。

另一种危机是前一种危机在中国崛起之时的集

中爆发。其观点是：现代新儒家“西方物质，中国精

神”的策略性和情感性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

西方的应用科学、工业化是“用”，并且存在着与此

“用”相联系的“体”的话，那么这个“体”就是西方

对应的纯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而不能是任何

“中国精神”；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虽然已经暴露无

遗，但其命运的转变却不可以借助中国精神来完成。

于是便有了一个海德格尔式的“洋教条”：“这个转

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他东方世界观来发

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思

想只有通过具有同一渊源和使命的思想来改变。”［５］

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确实与农业经济、皇权政

治、家族社会等有着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深深地

扎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现代性、工业主义等确实也发

源于西方，与西方的文化传统缠绕在一起。但是，不

能把现代性仅仅还原为西方性，正如不能把儒学还

原为反智主义、反资本主义、皇权专制主义等。这里

的问题是，由于中国崛起之“势”和世界的“一体

化”，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势不可挡地进入了当下

的“共在现代性”之中，其社会存在都发生着变化。

就此存在而言，东方与西方都具有地域性，都是特殊

性，都要求成为普遍性。这是一个新的地基，它提供

了一份雍容，让仔细分梳儒学在现代世界作为人文

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成为可能。

而把中华传统文化作“面子”，则主要是为了应

对保守主义。

非常有意味的是，在中国崛起之时，反而有很多

儒学研究者要求用原汁原味的中国器物、中国制度、

中国思想来引导中华民族的复兴。在他们看来，现

代新儒家是西方的拉拉队，已经投降了；当下凡是要

求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结合起来的，凡是主张“共在现代性”、要求建设容

纳工业主义的儒家模式的，都犯了“道出于二”的错

误，而只能加速儒学的式微。

这种保守主义站在中国崛起的地基上，因中国

崛起而欢呼雀跃，而豪情满怀，以为独独的中国、儒

学就足以支撑起未来世界，但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中国崛起的“势”。中国崛起本身是一个全新的事

件，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技术、商业等，都是

新事物，都对中国崛起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个

“新中国”是以往的“中国”所不能容纳的。除此而

外，保守主义至少还对以下两个事实视而不见。

一是西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关系。西方

列强的入侵，冲垮了旧有的文明秩序，为建立新的文

明秩序提供了动力，中国革命顺势而为，成为历史的

火车头，中国共产党随之居于显要地位，领导中国人

民展开了以“工业现代化”为首的“四个现代化”

建设［３］。

二是西方与儒学复兴的关系。改革开放后，弘

扬中国文化有西方的缘由。１９７８年，“批林批孔”等

“文革”影响还没有完全消散，改革开放的大门却已

经打开。由于这时外国人要参观孔府、孔庙、孔林

等，国家对于孔子的评价便不得不有相应的变化。

于是庞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题为《孔子思想

的再评价》文章，正面肯定了孔子。其实这年年初，

“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便已经在中学历史教材中抹

去了，代之而来的是“孔子的反动思想”。年底，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以后，“孔子的反

动思想”又变为“孔子的思想”了。到了１９７９年，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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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厚等学者也写了一系列文章正面肯定孔子，学界、

民间风气随之一转。必须看到，虽然这种调整有其

自身的逻辑，但对外开放无疑是巨大的推动力，否则

风气转变没有这么快［２］。

把中华文化既作“里子”又作“面子”，防范激进

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土的或洋的教条主义，是复兴儒

学的开始。至此，可以回答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

判究竟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是

否有意义等诸多问题了。

四、纵横交错的本源维度

　　中国崛起的现实前景是可以展望的。这是存在

本身的历史性展开，是新的社会类型的自我道路的

开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相应的态度观

念都在变革中获得了重新铸造，因此以价值体系为

中心的中国精神也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新的形态。

开拓性地建设中国精神的新形态，这并不是当

下才有的事情。中华民族在过去一百多年艰苦卓绝

的现代化进程中，始终饱含热情，坚持不懈地建设和

贯彻着新的中国精神，要求体现着这一进程的世界

历史意义。这其中有着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

新儒家等的区分碰撞，但也不乏融合贯通。由于现

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中国崛起的历史实践也才

刚刚展开，先行的建设也就还有待总结、整合和提高

的，而反显出当下工作的重要性，反显出当代中国价

值信仰建设的“纵横交错”本源维度的重要性。

纵的方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工业主义、商业主义能够“摧毁一切万里长城”。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

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

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

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

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

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

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

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正像它使乡村从属

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

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

东方从属于西方。”［６］

横的方面，现代性并不能削掉一切民族的特殊

性而使其千篇一律。同样是马克思，他明确而坚决

地表示，所谓“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

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

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

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的

历史哲学理论虚构了一种整齐划一，因而是不真实

的，是对理论工作者本身的“侮辱”［７］。黑格尔也曾

指出，齐一化世界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正如“拿破仑

想要先验地给予西班牙人一种国家制度，但事情搞

得够糟的。……拿破仑所给与西班牙人的国家制

度，比他们以前所有的更为合乎理性，但是它毕竟显

得对他们格格不入，结果碰了钉子而回头”［４］。而

康德更是强调：“历史也证明，没有任何一种建立在

经书之上的信仰能够被根除，哪怕是通过最具有毁

灭性的国家革命。”［８］

总而言之，既然现代性、中国文化构成了中国崛

起的两个基本方面，那么当代中国精神建设就必须

实现两者的“纵横交错”，真正给出一个“本质综

合”。纵横交错不是泛泛地强调一方面这样或一方

面那样，让两者平权并列；纵横交错也不是一般地讲

讲对立统一或扬弃，说一些“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

去”、“吸收其所当吸收，不吸收其所不当吸收”之类

的重复废话；纵横交错更不是为平衡而平衡，机会主

义地在各方之间充当“乡原”。毋宁说，纵横交错是

要在中国崛起的这样一个“存在”基础上“生长”出

“新中国精神”。

五、结语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精神必将再度回归、引领

世界。我们同时有理由相信，回归并引领世界的中

国精神，必定远远超出一切既定的现成状态，它属于

未来，是人类的创造。这里需要价值、知识与行动的

统一，私奉潜修，甚至是“无功利”的生存，才是本质

性的。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

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离娄下》）其

此之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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